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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Chen Project” and “Luoyang Mode”: Comparison and Inspiration on the Planning Pattern of 
Constructing a New Town Near the Old City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 
—— 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

李浩
Li Hao

引言

对于新中国 60 多年的城市规划发展历

史而言，“梁陈方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

大事件。历史研究者应如何记载这段历史？

这必然涉及对梁陈方案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而它又是十分敏感且困难重重之事。近年

来，随着北京城市发展矛盾的日益凸显及

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逐步兴起，有关梁陈

方案的讨论掀起一股小高潮，不仅经常出

现在学术杂志中，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

也多有涉及，乃至进入社会公众的日常话

题。然而，从现有的讨论来看，较多限于

梁陈方案及北京城建自身的范畴，其认识

的广度和深度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古罗

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说过：“要想认识自己，

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鉴别

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是从分析、综

合到抽象、概括的桥梁，是揭示事物矛盾，

把握事物内部联系从而认识事物本质的有

效方法 [1]。“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要对梁陈方案进行科学探讨和评价，

采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自然是十分必要的。

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洛阳就是一个

与北京进行比较研究的难得案例。梁陈方案

的中心思想是在北京旧城之外的西郊建设

一座新城，主要承担行政中心职能，以避免

中心城过度拥挤，同时使旧城的历史文化得

到整体保护，即避开旧城建新城的规划模式

（为便于讨论，本文简称新旧城规划模式）。

摘要：“梁陈方案”和“洛阳模式”一样，均为 1950 年代所形成的以避开旧城建新城（或

新区）为主旨思想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本文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分析。从渊源来看，梁陈

方案是规划师意志主导的城市规划理想模式，但在遭遇社会现实矛盾时受到“重创”，而洛

阳模式则属于联合选厂过程中由现实条件制约而促成的一种自然结果，反而获得进一步发

展。两者都有很强烈的历史文化保护因素，但洛阳历史文化以悠久的“地下”遗址形态为主，

而北京历史文化则较多属于近现代的“地上”实物形态且保存相对完好，由此导致洛阳的

历史文化保护具有比较“硬”的“红线”，而对北京旧城则存在保护或利用方式的分歧。就

新城的职能而言，洛阳涧西区作为新兴工业区，在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条件下容易获得

政策支持，而梁陈方案所提出的中央行政区建设，则由于国内经济条件极为困难等原因难

以获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通过对比分析，启示我们应提高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相互关

系的科学认识，更加理性地看待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式及其局限性，并强化城市规划师综合

协调能力的培养。

Abstract: “Liang-Chen Project” (LC) and “Luoyang Mode” (LY) are both based on the planning 
pattern of constructing a new town near the old city for protecting historical culture which formed 
during the 1950s in China. LC comes from the planner’s ideology but met with frustration. LY 
originates from artless reality but has gained further development. There were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historical culture protection in both cases, but most historical heritages in Luoyang are 
subterranean sites, while that in Beijing are objects over ground, and more important,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is unique and valuable for its planning pattern as a whole; for this reason,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in Luoyang possesses a uncompromising red line, however there were divergence 
of views in Beijing. Moreover, the new town in Luoyang is a new manufacturing district and easy 
to get support from Nation’s industrial policies, but centr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posed by LC 
is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by society. It is inspiring that we shall enhance discrimin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planning, analyze the limitations of ideal planning 
pattern more rationally,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planners’ comprehens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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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五”时期洛阳的城市建设而言，新旧城规划模式也是

其十分鲜明的规划特点，并由之而获得“洛阳模式”的美誉。

不仅如此，洛阳作为“一五”时期的八大重点工业城市之一，

与北京一样，属于国家重点投入和建设的城市类型；两个城

市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

保护的矛盾都十分突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两者的

城市建设活动的技术经济条件也较为相当……这就为比较研

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逻辑基础。

鉴于梁陈方案的内容在相关文献中已有较多记述 [2-15]，

本文首先通过史料整理，对业界了解相对较少的“一五”时

期洛阳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加以概述，然后将其与北京的规

划建设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讨论，期望能够对更加全面、客

观地认识梁陈方案有所贡献。

1  “一五”时期洛阳城市规划建设历程的简要回顾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具有 4 000 年的建城史，1 500
多年的建都史，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也是建都最早、朝代

最多、历史最长的古都，素有“十三朝古都”之称。1954 年

6 月，在建筑工程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上，除

首都北京因特殊重要予以单列外，对全国的其他城市依据城

市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分类，洛阳被列入“有重要工业建设

的新工业城市”行列，成为著名的八大重点工业城市之一①。

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洛阳开始了从著名文化古都

向一个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城市的转变历程。

洛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城

市，直接原因在于国家计委牵头的联合选厂组决定在洛阳地

区建立拖拉机制造厂、滚珠轴承厂、矿山机械厂、热电厂及

铜加工厂等重型工厂，它们均为国家 156 项重点工程，其中

又以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为核心 [16]。进一步分析，促使联合选

厂组在洛阳选厂的因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洛阳为著名古都，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来受到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视，

早在 1932 年，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决定迁都洛阳② ；洛阳地

处中原，横跨黄河中游两岸，陇海、焦枝铁路在此交汇，具

有承东启西、迎南送北的纽带作用，区域位置得天独厚；根

据国家工业建设计划，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产品主要为农业机

械，中原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和粮食主产区之一，工业

机械的生产地与消费地临近，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生产力布局。

1953 年 5 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以第一机械工业

部为主，在建筑工程部城建总局的配合及上海市市政建设委

员会的支援下，开始在洛阳地区进行联合选厂。联合选厂工

作组先后提出西工、白马寺、洛河南及涧河西四个厂址方案

（图 1）。在四个方案中：西工厂址为西周王城遗址所在地点，

白马寺厂址为唐、宋古墓区，地下墓葬极多，为了保存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并且因为探查、整理文物古迹在

力量和时间上有所不及，因此放弃上述两个方案 ；洛河南厂

址与铁路相隔洛河，建设工业需先筹建洛河大桥，需要大量

投资且推迟建厂进度，该方案也被放弃 [17]。最后，综合四个

厂址方案中地形、地质、交通运输和城市条件等多方面因素，

决定新厂厂址选在涧河西地区。

涧河西地区在洛潼公路以北，谷水镇以东，东、北方向

各至涧河，其选厂的优点主要包括：（1）厂区地形平坦，土

方工程很少，且有排水之自然坡度 ；（2）厂区地质较好，土

壤承载力与地下水位能满足工厂要求；（3）包括以后工厂扩

建部分，工厂与住宅区有足够用地；（4）工厂与住宅区联系

方便，铁路专用线接轨便利 [17]30。1953 年 12 月 16 日，国家

计委副主席李富春率领联合选厂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再

次对洛阳地区进行实地勘察，经反复讨论后提出厂址意见。

1954 年 1 月 8 日，国家计委讨论通过洛阳地区联合选厂方案，

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决定在洛阳同时兴建第一拖拉机厂、

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热电厂和铜加工厂。

由于涧河西地区的工业建设在第一期就有较大规模，随

着大规模工业建设而出现的工业人口在 10 万人以上，这就

对城市建设活动提出了如何以新建工业区和旧城为基础，进

行合理的城市规划的形势发展要求。1954 年全国城市建设

会议以后，国家建工部城市建设局从全国各地抽调专家，成

① 其他 7 个重点工业城市为太原、包头、兰州、西安、武汉、大同和成都。

② 1932 年 1 月 30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同年 2 月“行政院”成立“洛阳行政设备委员会”，3 月国民党四届二

中全会通过《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将洛阳定位“行都”，西安定为“西京”），5 月通过《中央还都南京之后繁荣行都计划》，11 月 20 日国

民党中央决定“于 12 月 1 日由洛阳迁回南京”。[16]

图 1  “一五”时期洛阳地区联合选厂方案示意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参考文献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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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由程世抚 / 刘学海①任组长的洛阳城市规划组，在苏联

专家巴拉金和马霍夫等的指导下 [18]，洛阳市的城市规划工作

正式开展起来。当时规划工作的具体任务，主要是配合第一

拖拉机制造厂等工厂的建设，由于涧河西地区建厂任务紧迫，

城市规划设计力量不足，洛阳的城市规划工作采取了在全市

范围内仅做规划示意图布置，而在涧河西工业区做重点的总

平面布置这种“点面结合”、“粗细结合”的方式 [17]32。规划

确定洛阳的城市性质是一个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预

测全市远期人口约 37 万人，其中涧西区约 13.3 万人。在用

地布局方面，整个城市呈东西绵长（12 km）、南北狭窄（最

宽 2.9 km，最窄 1 km）的带状，由东部的旧城、西部的涧

西区以及中间的西工地区等三部分组成，三者之间以两条

50~60 m 宽的干道相联系。涧西区为全市的一部分，与整个

城市形成整体的有机联系，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 [19] ；

其总平面布置主要以横穿本区的洛（阳）潼（关）公路为

界，公路以北为工厂区，面积约 3.5 km2，公路以南为生活

居住区，面积约 10 km2 ；另外，西侧古水镇以南为保留工业

区，面积约 1 km2。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互相平衡，生活居

住区规划则以街坊为基本单元（图 2）[17]37。

1954 年 10 月，《洛阳市涧西区总体规划》正式编制完

成。同年 11 月 13 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组织召开规划审

查会，原则同意规划方案。12 月 17 日，国家建委正式下发

《国家建设委员会对洛阳市涧河西工业区初步规划的审查意

见》，“原则同意作为当前厂外工程和第一期住宅区修建的依

据”[20]。1955 年国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在定额标准

方面对该规划进行了修改 [21]。1956 年又组织编制了《洛阳

市涧东区总体规划》（又称《涧东区涧西区城市总体规划》），

该规划是在涧西区规划示意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的，形

成了全市统一的总体规划，实际上主要是对西工地区进行了

规划布局（图 3）[22]。

在总体规划及详细规划的指导下，至 1957 年末“一五”

计划结束时，洛阳涧西工业区第一批建设的 4 个大型机械

厂基本完成建设（铜加工厂推迟进度），28 座大型厂房已建

起 20 座，65 个车间已先后投产 27 个，共安装 5 300 多台设

备 [23]。洛阳市的城市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 7 万增长到

23.29 万；城市建成区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 4.5 km2，扩展

到 28.92 km2（其中涧西区约 10 km2）[18]5。1959 年 9 月建国

十周年大庆前夕，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正式下线。洛

阳市离开老城建新区，新区和老城滚动开发，形成完整城市

的方法，受到国内外城市规划专家、学者的好评，被誉为“洛

阳模式”并载入教科书 [24]。

2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的对比分析

2.1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规划模式渊源之不同
由上所述不难认识到，洛阳的新旧城规划模式，是在联

合选厂的过程中，由于地下文物探查、保护与城市建设活动

存在客观的制约性矛盾而形成的，是一种自然而朴素的现实

选择。这一模式的形成甚至先于专门的城市规划工作的具体

展开。从现有的相关史料来看，也未见有关城市规划师的相

关影响。反过来审视“梁陈方案”，其形成过程显然与“洛

阳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别。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有

关机构的进驻，首都行政中心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中直机关

供给部即委托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进行西郊新市

区的中央领导同志住宅规划设计 [15]。同年 3、4 月份，北平

市建设局曾召开两次专家座谈会讨论城市建设问题，梁思成

提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应在西郊选址建设，与

中共中央在一起”[25]。5 月 22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成立，第六项议程为梁思成报告新市区设计草案，会议“授

权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暨建筑系全体师生设计西郊新市区草

图”[26]。6—9 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各次会议几乎都要

讨论新市区设计和建设问题，中直机关供给部范离部长曾在

8 月 21 日的会议上明确要求“新市区总计划要先搞起来”[15]。

9 月，中直机关供给部修建处企划组成立，办公地点暂时设

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在梁思成领导下进行西郊新六所和新市

区设计工作，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草拟规划方案 [15]。

10 月 26 日，陈占祥受梁思成的邀请到北京参加都市计划委

员会工作，针对梁思成拟在北京旧城以西约 7 km 的五棵松

① 据刘学海先生回忆（2014 年 8 月 27 日与笔者谈话），在洛阳规划工作的前期，组长由他本人担任，后来程世抚先生加入洛阳规划工作组，改

由程先生担任组长，刘学海先生任副组长。

图 2  洛阳市规划草图（1954 年）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参考文献 [19]，图中部分文字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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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五”时期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1956 年）
资料来源：底图来自参考文献 [22]，图中部分文字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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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今西三环附近）建设新市区的规划设想，陈占祥“完

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并“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

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

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

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

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27]。这个建议得到了梁思成的认可。

而在另一方面，1949 年 8—9 月，中共中央访苏代表团

与苏联达成贷款援助初步协议并携 220 名苏联专家一起回

国，9 月 16 日成立由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 17 人市政专家小

组，主要帮助研究北京的市政建设，草拟城市规划方案。经

考察研究，苏联专家提出了一份关于北京市未来发展计划的

报告，内容包括首都建设目标、用地面积和行政中心位置等。

11 月 14 日，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会议，苏联专

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建设局、清管局、地政局业务及将来

发展和对北京市都市计划编制建议》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

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与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

在西郊新建行政区的规划建设方案不同，巴兰尼可夫提出将

行政中心设于原有城区以内、天安门及长安街东单至府右街

的设想，会上即引起了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的争论 [15]。

这次会议结束后，梁思成、陈占祥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

个具体的方案，阐述自己的观点 [10]。“我（陈占祥）与梁思

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

先生写文章”[28]。1950 年 2 月，梁思成、陈占祥完成《关于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图 4, 图 5），明确“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

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

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这整

个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

算，要大过旧城内的皇城。”“单计算干部工作区的面积……

共需约 10 km2”[11]。这份建议全文 1.6 万余字，梁思成自费

印刷了 100 余份，经由北京市政府送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

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并且为向中央和市领导

当面汇报准备了 12 张彩色图纸 [15]。1950 年 4 月 10 日和 9
月 19 日，梁思成分别致信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市长，10 月

27 日再次致信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薛子正等北

京市领导，呼吁早日确定中央政府行政区方位。“对于梁思

成先生和我（陈占祥）的建议，领导一直没有表态，但实际

的工作却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想做的”[28]35。在 1950—1953
年期间，一些政府机构领导和专家学者对首都行政中心位置

问题发表多种意见。1953 年 12 月 9 日，北京市委向中央上

报《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首次以市委文件

的形式对行政中心区的位置明确表态，此后关于行政中心位

置的讨论自然结束 [15]。

由上可见，梁陈方案关于北京新旧城规划模式的设想，

正是梁思成、陈占祥作为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从专业研

究和技术分析的角度，立足于北京市的长远发展而提出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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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本工作区（及其住区）与旧城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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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梁陈方案提出的新市区与旧城的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图 5  梁陈方案提出的行政区规划布局草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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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 —— 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与启示

划构想。如果我们把北京与洛阳的新旧城规划模式比作两朵

盛开的鲜花，那么，一朵正是理想之花，一朵则为现实之花。

而理想之花遭遇挫折，现实之花却越开越艳——1990 年代中

期，面对强大的投资开发压力，洛阳市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

明确将隋唐都城南半部的 22 km2 遗址作为绿地保护起来，新

市区跨越隋唐都城遗址向南发展 [29]（图 6），从而创造了在城

市中心区黄金地段保存超大面积文化遗址的范例，被称为“真

正的‘远离旧城建新城’的‘洛阳模式’”[30]。对比北京与洛

阳的案例，反映出以规划师意志主导的城市规划理想模式在

遭遇社会现实时所受到的“重创”，而联合选厂过程中由现实

条件的制约则促成了规划模式的诞生、发展乃至繁荣。正所

谓“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我们能否因

此而否定梁陈方案及其提出者的规划理想？当然不能简单地

妄下结论。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还有其他方面的可兹对比之

处，进一步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入。

2.2  “地上”实物与“地下”遗址——历史文化保护对

象之差异
不难理解，北京与洛阳新旧城规划模式的形成，都有

着很强烈的历史文化保护因素。梁思成认为“北京是在全盘

的处理上才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

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它（北京）所特具的优点主

要就在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那宏伟而庄严的布

局”[31]。因此，“在新建设的计划上，必须兼顾北京原来的

布局及体形的作风”[11]15，应“把北京建设成像华盛顿那样

禁止办工厂的行政中心，并像罗马、雅典那样的‘古迹城’”[4]。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梁陈方案提出了有利于北京旧城

整体保护的城市规划布局结构①。就“洛阳模式”的形成而

言，早期联合选厂最理想的地区是西工地区，但却遭到文化

部的坚决反对，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

铎先生明确指出 ：“你们要在洛阳涧河东边建工厂是不行的，

郭老（郭沫若）也不会同意，因为在那里，地下有周王城的

遗迹，是无价之宝”[30]。郑振铎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时

称政务院）领导的支持，这样才有了“洛阳模式”。

然而，细究起来，北京、洛阳这两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

护对象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深刻地影响到了城

市的总体规划与建设。

虽然北京和洛阳都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名城之

一，但是，北京城最为精华的历史文化主要是元、明、清时

期的都城建设，而洛阳则在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

北魏、隋、唐等十三个王朝时期作为国都，沿洛河排列的夏、

商、周、汉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举世罕见，被称为“五都

荟洛”。比较而言，洛阳作为国都的时期更为久远，具有一

定的“远古、中古”特征，而北京作为国都的时期则相对较

图 6  洛阳市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2002 年批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① 早在建国以前，北平市有关的建设计划已经提出过对北京西郊的建设设想，如 1937 年日本侵占北平后编制《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基于再造

一个新北京、摆脱中国人“骚扰”为目的而提出一份西郊新城计划（新城面积约 30 km2，以容纳枢要机关及与此相适应的住宅生活设施为主），

这是梁陈方案产生的重要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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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现代”特征更为突出。这种差异的直接影响是，对

于洛阳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言，大量属于地下的都城遗址、古

墓葬等，不仅难以进行实际的开发建设和利用，而且其具

体情况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待挖掘性。从 1953 年 11 月到

1955 年 3 月，国家在洛阳地区进行了长达 16 个月的探墓工

作，探墓工最多时达到 1 226 人，场面十分壮观 [32]。正因如此，

在联合选厂和城市建设活动中，洛阳旧城附近的大片区域由

于“地下墓葬极多”、“探查、整理文物古迹在力量及时间上

有所不及”等原因而得以避开。

对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言，较多则属于现实的实物

状态 [33]。“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

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11]17。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北京的历

史文化保护中，并没有像洛阳的都城遗址、古墓葬等 [34] 比较

“硬”的“红线”，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或利用方式存在科学

认知的模糊性。即使在专家层面，有关认识也并不统一，如

著名作家朱自清提出“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文物不算晚；

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笔者不同意过分的强

调保存古物，过分的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10]52 ；同样，在

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任职的华南圭认为“对待遗产应区别精

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留，

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10]64。即使到

了今天，关于北京胡同的保护与利用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

话题 [35]，尤其对于提倡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和在胡同中

日常生活的广大居民而言，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体验和

价值取向 [36]。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北京旧城保存的完好性，“北

京在平面上及立体上的秩序尚完善的大体保存，未受半殖民

地时代作风的割裂破坏”[11]21，以至对北京旧城区进行“合理

利用”的倾向要更甚于文化保护的意识。苏联专家提出“北

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而且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将

新市区建设得如同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

设规模”[13]4，不能不说是迎合了当时社会中人们的一般心理。

梁陈方案所倡导的，是一种对旧城进行系统性保护的

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即使以历史文化保护的专业眼光，

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也是极为超前的。回顾新中国 60 多

年历史文化保护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文物保护单位到历

史街区，再到历史文化名城，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演变

过程 [37]。早在建国之初即提出整体保护的观念，可想而知

其实际上难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另外，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中，较多属于王城、宫殿等

皇权建筑以及王府大院、达官贵人的宅邸等，由于意识形态

的影响，容易使人们将其与封建朝代相联系。故而，对于梁

陈方案，甚至还有意见指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

实际上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

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13]11。

2.3  “中央行政区”与“新兴工业区”——新城（新区）

职能类型之不同
就梁陈方案或洛阳模式而言，其最核心的规划内容是避

开（或脱离）原有的旧城，建设一个新城或新区，以形成城

市空间相对合理的布局结构。仅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来看，

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极为相似。但若深入比较，二者关于新

城（区）的职能是有显著差异的 ：梁陈方案力主建设的是一

个新的行政中心区，而洛阳涧西区则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区。

就涧西工业区而言，不难理解，它主要是在洛阳特定的

地形地貌等环境条件下，为了工业项目布局的需要而形成的一

种城市功能分区，是城市用地选择的自然结果。建国后，国家

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的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

方向，1954 年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建设必

须贯彻为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以及采取与工业建

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 [38]。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作为国家战略与政策重点支持的新兴工业区，洛阳

涧西区的规划建设自然“水到渠成”。而对于梁陈方案，由于

其作为中央行政区的特殊性质，各方面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有机疏散”

和“新城”理论的重要影响。“沙里宁的‘有机分散’论对

梁思成影响至深，这一论点是梁思成在北京规划中提出依托

旧城建设新城方案的重要理论依据”[8]。“沙里宁认为，为了

根除种种让人头痛和诅咒的‘城市病’，必须对已畸形发展

的城市进行大手术……为了达到上述的目标，城市必将走向

分散”“所谓‘有机分散’即‘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

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8]。而陈占祥曾协

助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编制大伦敦区域规划的

经历，则显著增加了他对西方大都市发展状况的现实体验和

规划思考。“一些城市根本的问题就是拥挤。一个城市最怕

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

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

是伦敦规划的经验”[28]33。“伦敦除了当时需要疏散人口外，

另一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伦敦计划”[39]。

为此，梁陈方案提出“我们要为繁重的政府行政工作计划一

合理位置的区域，来建造政府行政各机关单位，成立一个有

现代效率的政治中心”[11]5-7,41，“目的在不费周折的平衡发展

大北京市……这样可以解决政府办公，也逐渐疏散城中密度

已过高的人口，并便利其他区域，因工业的推进，与行政区

在合理的关系中同时或先后的发展”[11]5。

在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史上，“有机疏散”和“新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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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思潮之一，有关规划实践也并不鲜见，如二

战后以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地区为代表的新城运

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各国的新城建设，其职能定位较

多属于职住平衡、自给自足的综合型，这也是新城与规模较小、

功能单一、依赖中心城市（母城）的“卫星城”概念的重要区

别之一。即使有一些具有明确主导功能的案例，如日本东京地

区以大学、商业职能主导的多摩新城，作为科学城的茨城新城

等，但明确以行政中心区为主要职能的新城（新区）案例却较

为罕见。人们常常提及的巴黎拉德方斯、伦敦道克兰等城市新

区，也都并不是行政中心区。也就是说，梁陈方案的规划思想

虽然源自西方，但却因新城职能的截然不同，与西方的建设实

践存在着迥异之处，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也就十分有限。

行政中心区，特别是中央行政区（或称政治中心区），

往往既有政府办公的基本功能需要，又有体现邦交礼仪、巩

固政治权利和彰显民族尊严等多方面的诉求，不仅要有宏伟

严整的规划和高水平的建筑设计，还要在文化、特色上独具

风格与魅力，其规划建设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

世界各国首都，如伦敦、罗马等，其行政中心区大多是经过

长期演变、发展和改造而逐步形成的 [40]。只有极少数首都是

按规划设计而新建，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和印度首都新德里。其中，华盛顿和巴西利亚都属于在新的

选址上建设新的城市，不存在与既有旧城的相互关系问题 ；

新德里虽然毗邻德里古城而建，与梁陈方案有相似之处，但

它的兴建主要是由殖民帝国——英国所主导，基于加强对印

度的殖民统治和控制等特殊目的 [40]。新德里的建设也经历了

相当漫长的过程，自 1911 年开始动工兴建，1929 年初具规模，

直到 1947 年印度独立之后才成为印度首都。

就中国的城市建设而言，行政中心区的规划建设也是极

为敏感的。特别是自古就有“官不修衙”的文化传统。1930
年代任四川省主席的军阀刘文辉曾明确要求“如果县政府的

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41]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

曾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全国各地的楼堂馆所建设 ；作为国务

院（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一再表明，

在他任总理时不建国务院办公楼，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民

政权的政治性质，反映了与群众同甘苦的基本精神 [13]14。在

“一五”时期，城市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因陋就

简”，正是为了集中力量，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于生产建

设，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不仅如此，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面对国内十分薄弱的经济形势和亟待

稳定的社会形势，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重大决策，而同年 1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则被迫

提出“把财政经济工作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战争第

一”“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4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提出规模庞大、标准较高的中央行政区建设，显然是不太合

时宜的。“人民政府不可能像明成祖朱棣那样花十几年时间

营建皇宫然后再迁都北京”[13]13。

当然，中央行政区建设还涉及另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即国家的政治中心问题。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已在

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

一面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天安门城楼的形象也

已反映在 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

国徽图案中，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天安门已成为新中国的重要

象征。在开国大典之后仅隔数月，梁陈方案即提出在城市西郊

另建政治中心，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自然都是难以接受的。就该

事件的后续发展来看，这也成为反对者批判梁陈方案的一个重

要依据：“最严重的指责是‘梁陈方案’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

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27]。

3  几点思考与启示

3.1  “梁陈方案”未获采纳之因由
关于梁陈方案的独特价值，建筑规划界乃至普通的社

会大众均已有普遍的共识，对此无须赘述。但在人们的心目

中，仍然有一个令人纠结的疑问：梁陈方案最终未能被采纳，

其原因何在？对此，既有研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概括

起来，主要包括：“在建都初期，不利用旧城，另辟新址建

设行政中心，在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

的”[43] ；“原新区的规划也不尽理想，偏于旧城一隅，过于

从而属之，缺乏一个动人的宏伟布局”[2]；“在施工技术条件上，

也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项目”[6] ；“决策者已对行政

中心区的位置有了明确意见”[10]101；“当时人们不愿意出城”[6]；

“在时间那样紧迫的情况下，中央首先要办的事不是要盖

机关办公楼，而是要想如何‘开张’!”[14] ；等等。高亦兰、

王蒙微在对各方面意见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特别分析了

梁陈方案被否定的主观因素，认为主观因素是导致以梁陈方

案为核心的梁思成有关北京规划和古都保护设想被否定的主

要原因，具体包括“‘斯大林的城市规划原则’的影响”、“人

们（古城保护）认识水平的限制”、“片面强调天安门作为全

城唯一中心的政治意义”等三个方面 [6]。

通过以上关于北京与洛阳新旧城规划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梁陈方案之所以未能实现，最为核心的原因正在

于西郊新城作为中央行政中心区的职能定位方面，在当时的

社会条件下，新建中央行政中心区存在诸多的现实矛盾和具

体困难；同时，由于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对其进行

整体性保护的建议在实际操作上缺乏类似“洛阳都城遗址、

古墓等有待探查”这样比较“硬”的依据支撑。从这个角度，

时任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和建设局局长赵鹏飞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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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评价或许是较为客观的 ：“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

北京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

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的意见”，“于

郊外另建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

可能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44]。

3.2  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

来”[45]。透过梁陈方案不难认识到，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社会

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若想使规划理论真正转

化为对实际工作的现实指导作用，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

系统分析和论证，乃至于对原有规划理论或规划方案进行必要

的修正与完善。正如邹德慈先生指出，“城市规划是人们在认

识客观世界（即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客观世

界（即发展和建设城市）的设想和方案，属于认识、思想、精

神范畴，是主观世界的东西”，“城市规划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决定了一个好的规划方案，必须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规划思想。

每个具体城市的规划思想是否正确，关键看它是否符合这个城

市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划方案的优与劣，正确与错误，只

能通过具体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实践来检验”[46]。梁陈方案和洛

阳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规划师的理想信念固然十分重要且

弥足珍贵，但更应当具有立足社会实际的现实主义精神，要提

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划意识及统筹协调能力，这是由城市

规划作为实践性学科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就梁思成、陈占祥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规划思考和研究而

言，其实并不止于梁陈方案。当梁陈方案备受指责时，梁思成

冷静地考虑到方案突出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但没有注意到旧

城区中心改建的可能性，于是又开始着手研究以天安门为中心

的皇城周围规划 [27]59。1952 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责成陈占

祥和华揽洪按照行政中心区在旧城的基本原则编制规划方案，

两人于 1953 年春提出甲、乙两个方案，其中，陈占祥主持的

乙方案完全保持了旧城棋盘式道路格局，对旧城格局做了尽可

能的保护，并主张集中在平安里、东四十条、菜市口、磁器口

围合的范围内形成行政中心 [10]112-114。1953 年 8 月，梁思成奉

命代表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北京市人民代表汇报了甲、乙两个

方案，他接受了中央行政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建设的“事实”，

并转而提出，为了形成城市优美的空间秩序，应保持和发展旧

城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南苑，在永定门外建设一个特别客车分

站，主要任务是“作为各地和全国来北京的贵宾和代表团的出

入站。贵宾代表们在永定门下了火车，或从南苑下了飞机，可

以坐着汽车，顺着笔直的马路，直达天安门广场。这样的计划

就更加强调了现有的伟大的南、北中轴线”[10]118。这个主张后

来被苏联专家巴拉金画入北京城市规划总体构图之中，成为北

京坚持至今的一项市区布局原则，被认为“这是找出了既保护

好旧城原有格局又发展原有规划思想的关键所在”[10]118。由此

不难看出，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学者的思想并不是僵化不变

的，他们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的态度。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于梁陈方案的认识而言，也不能

仅仅关注于梁陈方案自身。梁陈方案面对复杂社会现实所经历

的各种质疑和考验，规划理论对城市建设实践的作用，建设实

践对规划理论的反馈，以及规划方案的相应衍变，都与梁陈方

案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认知价值和规划解析意义。

3.3  理想规划模式及其局限性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规划师、建筑师乃至社会大众，

往往对城市的理想模式充满着敬仰、期待甚至幻想。例如，

针对北京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弊端和“大城市病”，特别

是旧城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

梁陈方案。“如今，50 年已经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争我夺

的悲剧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

的每一个人。看看身边的北京，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梁陈

方案’的‘谶语’里面”[47] ；“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

1950 年代未采纳‘梁陈方案’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不能不

感叹梁思成等人当年的远见卓识”[48]。

然而，洛阳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则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理想的规划模式尽管对城市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但也绝不

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在“一五”时期

的洛阳城市规划工作中，处于旧城和涧西工业区之间的西工

地区，作为西周王城遗址所在地，因文化部的反对而得以保

留。但是，当时的规划却并没有将西工地区作为文化遗产地

加以保护，而是将“全市的市中心地区建在西工地区”[16]33“作

为城市远期发展用地，将布置纺织工业和其他地方工业”[17]11。

1956 年初，洛阳玻璃厂在西工区的东半部（正好压在隋唐

都城的精华宫城、皇城遗址上）选址，同年 10 月 9 日动工

兴建；1956 年 7 月，洛阳棉纺织厂在西工地区的西半部（在

周王城遗址北部）选址，同年 8 月 11 日动工兴建 [30]。早在

1953 年 9 月被迫放弃的厂址，三年后竟然被另外两个工厂

（不属于 156 项工程，并非广为人知）堂而皇之地占据，而

没有任何人提出疑义（早期文化部反对专家郑振铎先生，已

不幸于 1958 年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如今洛阳

大遗址所在的西工区，和涧西区一样，全部为现代工业建筑

和民用建筑所覆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和巨大

价值的西工区隋唐城的宫城、皇城遗址与周王城遗址，除个

别地点之外，几乎被占压殆尽 [30]。与此同时，自 1990 年代

以来，在房地产开发的冲击下，洛阳旧城已大部分改造，传

统面貌不足四分之一 [13]15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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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蔓延、交通拥堵等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洛阳再现，这

也是最新一版《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所面

对的基本形势。这就不难理解，理想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在

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些将当前北京

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全部归结于数十年前未能采纳梁陈方

案的观点，显然是不够理性的。

另外，就北京城市建设而言，自 1950 年代开始，除了

略多过半数的中央行政机构①在旧城内建设之外，在西郊以

三里河路为中心的 25 km2 范围内，新建了不少部级机关，

如三里河“四部一会”②，以及建设部、建材部、外贸部、

物资部和商业部等，军事单位的各军兵种司令部也大部分集

中在西郊 [13]14。可见，梁陈方案的设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实现。如果说梁陈方案完全失败或者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实

际也并不恰当。今天北京城市用地格局的形成，“并不是最

初城市规划的安排，即虽然否定了在西郊另建行政区的规划

方案，也没有采取在旧城中心区集中建设的规划方案，而是

‘更像是未经统一规划的、随意发展的’的结果”③。

对于理想规划模式还需要认识到的是，不少理想模式是

在城市经历一定的规划建设阶段后，经有关专家学者的总结、

归纳、提升而最终形成的。这也正如许多“大师草图”一样，

不少乃“事后之作”。就洛阳模式而言，“当时设计者在主观

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意识，而这种思想

也并没有为各级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所真正理解，洛阳市第

一期规划是带有偶然性和不自觉性的”[30]。对此，一方面我

们要认识到，正如艺术作品一样，理想模式“源于实践，高

于实践”，因此不能将理想规划模式与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

实践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正如人的指纹一样，

世界上每个城市的情况都是各不相同的，而在从城市发展战

略选择、政策制定，到城市规划、设计及实施管理的复杂过

程中，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及社会现实又充满着固有的不确

定性，即便是在城市规划初期选择了较为正确或合理的规划

方案，实际上不一定就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很难说是否就比

当初没有采用合理的规划方案更好。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式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4  城市规划师综合协调能力的培养
对比梁陈方案与洛阳模式，充分表明了城市规划工作的

综合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城市发展涉及社会、经济、自

然等多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同时，城市的规划

建设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阶段，可

谓“环环相扣”，一旦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导致城市

规划“事与愿违”。梁思成、陈占祥等先贤，无疑是在世界

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建筑规划大师，然而，他们辛苦完

成的规划方案却惨遭厄运。这一案例带给我们以不尽的哀叹。

高亦兰、王蒙徽研究指出“（梁思成）过分偏爱于古建

筑和古城的保存和保护，对于城市新的发展认识不足”[7]，“他

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却始终没有摆脱学院派思想的束缚。在

规划中，梁思成更多注意的是城市空间构图、景观和艺术性，

如平面之道路、立体之形式与空间。而对于现代城市的其他

问题，相对考虑较少，特别是对于经济问题，他是缺乏认识

的”[8]。陈占祥先生则曾回忆“说实在的，我不过是搬用英

国城乡计划理论，而且当时自己也不能说吃透到多大深度”[9]，

“说到底我是以建筑专业为主”[49]，“我对中国建筑与城市

设计并无系统地学习过”[49]9。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真

切感受到一代宗师的谦逊态度和坦荡胸襟，而另一方面，也

不得不承认，规划师作为单一的个人，在面对庞杂的城市规

划复杂系统工作之时不可避免地所具有的局限性。吴良镛先

生曾指出“西方规划者……鉴于城市现实问题之复杂性，变

量太多，变化莫测，因而有一种‘不可知论’的思潮”[50]。

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由于城市规划的复杂性，

广大城市规划师不仅要在较为明确的专业职责范畴内有所专

注，专攻某一方面问题，同时，也应加强对城市规划综合属

性和复杂过程的全方位认识，提高系统工程的思维认识和统

筹协调能力，从而做到“广而博”与“专而精”的有效结合。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整体上驾驭城市发展的各类要素，才

能更加有效地做好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城市规划师的认识和评价，也要充分立

足于城市规划所具有的复杂学科性质，不能一味苛求其尽善尽

美。在这个意义上，高亦兰、王蒙徽有关梁思成古城保护及城

市规划思想的总结，于本文同样是极为适用的：“限于当时的

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条件，梁思成对现代城市的许多复杂问题

尚缺乏认识。他的有些观点当时从理论上分析还未必成熟完善，

有些表达方式有缺陷，引起了人们的误解。但这些并不能抹杀

他对中国现代古城保护和城市规划所作的贡献！”[8]

4  结语

本文的写作缘于笔者参与“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

（1949—2009）”研究，受命起草课题总报告，基本思路是希

①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之“首都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空间布局研究”专题报告（2003 年），北京旧城中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

用地数量占整个旧城四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面积的 58%。

② 四部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和财政部；一会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③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研究专题之六：《首都北京中央国家机关空间布局研究》的研究观点，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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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通过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程中若干重大事件的重点梳

理，尝试构建起一个纲要性的历史框架。在初步成果讨论时，

课题组成员曾对梁陈方案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争议，甚至有专家

提出予以回避的处理办法。种种思绪促使笔者对梁陈方案做进

一步思索。而对“一五”时期洛阳城市规划的文献考察，则使

笔者“突发奇想”，萌生将两者对比分析的冲动。在论文研究

及后续向专家讨教的过程中，笔者清醒地认识到，梁陈方案与

洛阳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等性。本文的一些并不成熟的讨论，

实在有班门弄斧之嫌，以及对先贤大不敬之讳。但是，对城市

规划历史与理论问题的求知欲望，则又激励着笔者迎难而上，

斗胆提笔。或许，对前辈学者的有关思想一味肯定乃至全盘崇

拜的态度并不足取，冷静思考、辩证分析及统筹认识，更符合

科学之精神。期待同行的批评与讨论。

衷心感谢邹德慈、毛其智、李百浩、官大雨、赵中枢等专

家及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指导意见！同时郑重声明：本文内容

纯属个人观点，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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